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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情可控？以自上而下视角考察共情的可调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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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往研究表明共情的特点包括自动化与情境依赖性。但是, 有关共情的理论模型与潜在神经机制仍

存有争议。为更好地适应现实需求, 研究重点从共情的结构和功能角度逐渐向塑造和调节共情发展。近年来, 有

研究者提出自上而下的心理过程与共情调节有关, 特别是共情的目标表征形式, 以及目标的价值权衡。因此, 

考虑到共情的目标导向性对于共情的内部构建与外部表现形式的影响, 建议未来研究考虑从自上而下视角考

察共情的可调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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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共情(empathy)是我们与他人的情绪状态产生

共鸣的一般能力(Singer & Klimecki, 2014), 但是

不同研究对共情的理解仍存在差异。传统观点认

为共情是不随意志控制的情绪体验过程。例如 , 

知觉−行动模型(Perception-Action Model)表明观

察或想象他人处于某种的情绪状态会自动激活观

察者对该状态的表征, 进而激活躯体的自主反应

(Preston & de Waal, 2002)。然而, 如果共情是一个

自动化、不可控的心理过程, 主体的动机、目标

和价值观将难以影响共情(Cameron et al., 2020)。

这不仅弱化了人们的共情自控力, 也与当前实证

研究的结果不符。de Vignemont 和 Singer (2006)

质疑共情的自动化假说, 认为共情并非只是对他

人情绪线索的“镜面反射” (mirror reflection), 人

们对情境的评估也会调节共情(陈武英 , 刘连启 , 

2016)。因此, 为更好地适应现实需求, 研究者的

重心从共情的结构和功能向塑造和调节共情发展

(de Waal & Preston, 2017)。本文主要论述了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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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自上而下的过程, 梳理了近年来基于目标和动

机的角度考察共情的研究, 探讨了共情中目标价

值的潜在表征形式。此外, 介绍了目标导向的共

情中的两类动机: 趋近/回避动机, 以及共情与人

际间情绪调节的关系, 为自上而下地调节共情提

供参考。 

共情的结构通常包括情感与认知两个方面

(Barrett, 2012)。人们的情感过程实际上是基于自

身需求的主观体验, 而需求反映了认知(例如, 目

标和动机) (Lazarus, 1982)。由于情绪与认知之间

相互作用, 人们能更好地适应社会生活(Kray et al., 

2020)。因此, 有充分的理由假设主体的动机、目

标和价值观等会显著影响共情。但是, 以往研究

通常将共情理解成一种指向他人情绪的生理本能

而忽略共情中自上而下的认知过程(Heyes, 2018)。

区分共情的情感和认知结构对研究个体差异具有

重要价值, 尤其在对社会功能障碍的群体的临床

诊断中。研究者在自闭症患者和精神分裂症患者

上研究共情时, 发现一种认知和情感的分离效应

(Blair, 2008)。例如, 精分患者认知共情完好, 但

是情感共情受损。自闭症患者被检测出拥有良好

的情感共情能力, 却在理解他人情绪和表达自己

的情绪方面存在缺陷(Santiesteban et al., 2020)。以

共情的认知和情感分离效应为基础, 理论层面上

共情引发的行为过程也被研究者纳入共情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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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Zaki, 2020)。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可共情由

三个不同但又相互关联的过程组成(自下而上的

情感过程, 自上而下的认知过程, 以及行为过程): 

1)情感共情(affective empathy/experience sharing), 

共情者的状态与他人的状态相匹配的程度; 2)认

知 共 情 (cognitive empathy/mentalization/emotion 

identification), 识别他人情感状态的心智化能力; 

3)共情关怀(empathic concern), 改善他人状态的

内部动力(Weisz & Zaki, 2018)。 

一直以来, 关于共情的话题大体上包括两种

声音: 增加与减少共情, 而这两种声音都体现了

生活中人们需要调节共情(Bloom, 2017)。近年来, 

研究者主张“共情是一个选择”, 将共情理解成一

个基于动机的动态决策过程的产物 (Hughes & 

Zaki, 2015)。例如, 共情的“早期评估和晚期评估

模型” (Early Appraisal and Late Appraisal Models)

指出人们基于价值整合情境信息, 有意识或无意

识地选择共情的内隐和外显表现形式(de Vignemont 

& Singer, 2006)。一项 ERP 研究表明, 前额−中央

区域的 N110 作为早期疼痛共情反应成分是独立

于任务需求的, 但受到情境刺激的调节。相反, 后

顶叶区域的 P3 作为晚期的疼痛共情反应成分受

任务需求调节 , 但独立于情境刺激 (Fan & Han, 

2008)。从感知到评估的过程体现了疼痛共情过程

中两个独立却相互作用的过程(自下而上与自上

而下的认知过程)。另有神经影像的证据表明感知

和评估共情存在两种有区别的、精确的表征区域: 

评估他人的情绪状态 , 即评估共情 (evaluative 

empathy)的核心脑区包括背内侧前额回/前内侧扣

带皮层(dorsal medial prefrontal gyrus/anterior medial 

cingulate cortex), 而前脑岛(anterior insula)则与被

动观察图片或视频片段中他人的情绪状态, 即感

知共情 (perceptual empathy)有关 (Kogler et al., 

2020)。从感性和理性的角度出发, 共情不仅拥有

感性的内在特征, 也存在理性的自上而下的认知

调节过程。基于前人研究, Heyes (2018)提出了共

情的双系统模型, 该模型既包括了早期观点中共

情的自动化过程(系统Ⅰ), 也涵盖了共情的评估

与控制的机制(系统Ⅱ)。共情的双系统模型为从自

上而下的角度考察共情的可调节性奠定基础。 

然而, 目前仍缺少理论框架下对共情调节机

制的探究。探究自上而下的心理过程对共情的影

响是理解人们如何调节共情的突破口。此外, 了

解如何自上而下地调节共情对原不具共情相关生

理机制的实体(例如, 人工智能)上实现共情具有

积极的指导作用(Cameron et al., 2020)。 

2  共情是一个“选择”: 目标的价值表征 

2.1  目标的价值表征: 高、低层次目标 

许多社会行为的心理过程被认为是直觉的和

自动发生的(Levine et al., 2018), 但是 Zaki 等人

(2018)提出共情是一个“选择”的观点 , 而“选择”

通常被认为是有意识的活动。因此共情是一个“选

择”似乎违背了共情自动化理论 , 究竟共情作为

一种“选择”是否需要意识参与？控制论的观点指

出高、低层次目标间的竞争并非一定需要意识参

与(Cameron et al., 2020)。直觉上, 加工当前环境

中的竞争目标需要意识参与, 尤其当目标之间的

竞争更激烈的时候。而主观价值又是人们评估目

标的重要量度, 因此人们需要更努力加工其价值

信息。但是, 有时大脑对竞争目标的评估是快速、

自动且没有充分意识的。实际上, 早有研究者指

出基于价值的选择可以是自动的, 也可以是经过

深思熟虑的(Inzlicht, Legault, et al., 2014)。如果无

意识也可以加工的竞争目标, 这将启发未来研究

探索传统观点中自动化共情过程(系统Ⅰ)是否存

在对竞争目标的价值评估。 

无论是情感、认知或行为都会受到个体对情

境中竞争目标的加工与评估的影响。在共情的情

感和认知过程中, 人们主观的预期价值影响共情, 

其中可能涉及共情的成本和收益权衡(Cameron, 

2018)。Cameron 等人(2020)根据控制论假设共情

过程中存在竞争性目标的层级模型, 高、低层次

目标之间的竞争性和辅助性的关系对共情起到关

键作用。其中, 高层次目标包括维护道德、承担

责任与义务等, 低层次目标包括改善当前体验(避

免努力和防止疲劳)等。人们对不同层次的目标进

行权衡, 从而调整共情的表现形式。 

虽然, 研究者假设人们以主观价值为标准评

估不同的目标。但是, 人脑仍是一个“黑箱子”, 其

究竟以怎样的模式加工多个目标的价值还有待探

究。在目标导向的行为中, 人们会“三思而后行” 

(think twice), 即个体在行动之前会对选项进行前

瞻性评估(Hayden & Moreno-Bote, 2018)。一项空

间导航的研究表明, 在空间选择点上啮齿动物的

海马会一个接一个地“重播”记忆中不同目标的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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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 而被恢复频次更高的目标轨迹更能预测近期

的行为(Pfeiffer & Foster, 2013)。该研究指出动物

在思考中, 目标轨迹的神经表征存在顺序恢复的

模式。人类在思考行动的过程中, 是否也呈现相

同的序列表征模式呢？已有研究表明, 人们对确

定性决策(deterministic decision)的结果表征模式

是顺序(sequence)比较的模式, 而不是整合的模式

(Kahnt et al., 2011; Mcnamee et al., 2013)。从计算

的角度来看, 顺序表征能够逐一筛选更多的选项, 

并且避免了同时加权所有选项的价值导致的计算

偏差(O’Doherty et al., 2017)。然而, 生活中目标

导向的行动−结果(action-outcome)的转变也可能

是概率性的, 人们需要检索多个备选行为并计算

各个行为结果的预期价值 (Bach et al., 2017)。

Castegnetti 等人(2020)发现在目标导向的概率性

决策(probabilistic decision)中也存在一种顺序结

构的行为结果表征模式, 并且这种结果的表征也

可以预测后续行动。其中, 右侧背外侧前额叶皮

层(right 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延伸到眶额

皮层(orbitofrontal cortex)区域表征消极结果时激

活更强。视觉皮层和小脑之间的区域则呈现出相

反的模式, 即表征积极结果的激活强度高于表征

消极结果的激活强度。生活中, 共情也是一种不

确定性决策, 概率性的结果表征模式启示研究者

关注个体如何表征目标导向的共情的结果。一方

面, 人们的目标可能是防止身心疲劳等低层次的

结果, 因而避免对他人共情。另一方面, 人们追求

高层次目标, 希望获得社会声誉等积极结果, 因

而更可能与他人共情。因此, 一个重要问题是共

情触发前两个截然相反的目标表征如何影响个体

最终的共情表现形式。 

2.2  目标的价值表征: 长、短期目标 

时间维度对于人们做出的绝大多数选择有重

要影响 , 等待回报的时间影响选择的价值表征

(Soman et al., 2005)。无论是道德或社会联结等目

标都是一个更为长远的收益, 而当下负性状态的

改变(避免疲劳和努力)的目标更偏向于短期收益

范畴(Zaki, 2014)。根据跨期决策的理论, 一个长

远且价值大(larger-later)的收益与一个即刻但价值

小(smaller-sooner)的收益之间的竞争关系会产生

不同的决策结果(梁竹苑, 刘欢, 2011)。如果将共

情视为具有时间属性的决策过程, 时间通过影响

共情中目标的价值表征从而影响个体共情的表现

形式。例如, 将维持内群体合作关系作为长远的

奖励 , 而避免过度的认知努力作为短期的奖励

(O’Connell et al., 2013)。人们虽然对内群体存在共

情偏好(更重视长远的奖励), 但是长期处于共情

状态下人们也会产生共情疲劳(更重视短期的奖

励)。Levy 等人(2016)的研究表明疼痛共情的内群

体偏好反映了个体可以自上而下地调节自动反应, 

而这可能体现出共情中存在对象特异的价值权衡

过程。早期研究表明人们可以自上而下地调节共

情引起的不同体验的注意力。Ainslie 和 Monterosso 

(2002)发现延迟折扣研究中广泛应用的双曲线折

扣模型 (Hyperbolic Discounting Model)可以用来

解释厌恶的共情体验与愉悦的共情体验是之间竞

争注意力的机制。未来研究者可以探索共情中基

于目标的价值权衡如何影响注意力偏好的机制。 

2.3  目标的价值表征: 虚构的社会意义维度 

人们对选项的加工影响最终的选择, 尤其是

对选项的表征。探究不同情境中人们对选项的表

征方式, 对研究共情的构建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人们的决策不一定基于给定的表征空间, 虚构的

表征维度也可能起到关键作用(Rao et al., 2014)。

从表征维度而言, 人们有时会基于“价” (value)或

基于“值” (worth)进行决策(Zheng et al., 2019)。所

谓“价”更接近于客观的、有明确定量的价值, 而

“值”更偏向于某一内隐维度上主观评估的价值。

只考虑客观的代价无法解释为何人们做出高成本

的善举, 但从“值”的角度来看, 亲社会者可能虚

构了社会名誉和社会角色维度, 并且根据该维度

上的“值”做出最终选择。因此, 在对他人共情时, 

人们可能存在一个虚构维度的倾向, 在虚维度上

人们决策时更有可能考虑高层次的长远目标(道

德、责任与义务和自我概念等) (李纾, 2016)。人

们本质上根据主观价值评估不同的目标(Berkman 

et al., 2017), 而主观价值是各种度量标准的集成

(“价”和“值”的统一) (Hutcherson et al., 2015)。有

研究者根据漂移扩散模型(Drift Diffusion Model, 

DDM)的理论尝试解释共情过程中主观价值的整

合, Cameron 等人(2020)主张共情调节过程中存在

针对不同目标的价值累积过程, 价值积累过程的

差异可能反映在反应时及其有关参数上(如, 漂移

率等)。例如, 共情目标是自己的孩子而不是陌生

人的则会有更快的漂移率。 

共情和亲社会行为的关系紧密(Lockwood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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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共情关怀(改善他人状态的意愿或行为)作

为一种亲社会表现, 可能涉及亲社会行为中潜在

的价值权衡过程。共情中的价值权衡存在对象特

异性, 表现在人们对自我−他人和内群体−外群体

的行为存在显著差异。内群体被认为是靠近“我”

的概念, 因此人们更容易对内群体产生共情关怀

(Sierksma et al., 2015)。Lockwood 等人(2017)研究

发现的亲社会冷漠(prosocial apathy)者的计算机

制, 人们对他人做出亲社会行为时, 主观价值受

到努力的折扣影响更大, 即人们为自己争取回报

付出努力大于为他人的利益做出的努力。社会行

为都需要一定的代价, 无论是金钱、时间、体力

和思考等过程, 亲社会行为的折扣机制对理解社

会中“袖手旁观”与“心有余而力不足”等现象有重

要意义。人们的助人意愿取决于行动的成本, 尤其

受到努力成本的影响(Olivola & Shafir, 2013)。越

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大脑对成本和收益的权衡指导

分配资源的行为(如 , 金钱分配), 其中一些脑区

如前扣带回(anterior cingulate gyrus)和膝下前扣

带回(subgenual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在加工有

关成本和收益的信息时有重要作用(Gangopadhyay 

et al., 2020)。Cameron (2018)年强调成本和收益的

权衡应该被作为社会互动的一部分来研究, 但是

成本和收益的权衡的神经表征很少在共情研究中

得到关注。 

人们为何会产生共情, 甚至产生有代价的利

他行为, 社会价值起到了关键作用。Wang 等人

(2020)的研究发现 , 共情关怀可减少助人者主观

疼痛感以及加工厌恶体验的前脑岛的激活。利他

行为影响疼痛感的潜在机制在于内侧前额叶皮质

(medial prefrontal cortex)的社会意义功能作为中

介影响了加工疼痛感的神经激活, 这表明利他性

的共情关怀是一个社会价值的增值过程。一个关

键问题是调节主观社会价值的表征是否具有可操

作性。前人研究证明催产素可以通过调节杏仁核

的社会价值表征功能来促进亲社会性(Liu et al., 

2019)。共情不但受到结果的物质价值的影响, 而

且抽象的社会价值也起到关键作用。整合的主观

价值影响趋进(利他)或回避(冷漠)动机的形成, 最

终表现出利他或亲社会冷漠(Decety & Yoder, 2016)。 

综上, 目标的价值表征与价值权衡可能潜在

地调节共情。考虑到人们存在虚构的社会意义维

度的倾向, 如何增加人们对共情的社会价值的认

知有助于提高个体的共情诱发的亲社会行动。但

是, 目前尚未有直接证据验证共情的目标表征与

价值权衡过程。未来有必要结合神经影像, 验证

共情中潜在的计算机制。 

3  共情的趋避动机 

目标导向的共情中, 目标价值的表征是重要

的一环。此外, 趋进(利他)与回避(冷漠)两大类截

然相反的共情动机也十分关键。共情动机是一种

以目标为导向的内在力量, 驱使人们靠近或远离

社会联系的内驱力。研究者表明有针对性的干预

可以改变共情偏好和程度(Schumann et al., 2014; 

Weisz & Zaki, 2018)。关于具体的划分, Zaki 等人

(2014)将痛苦体验、物质成本等列为抑制共情的动

机, 积极的情感、归属和社会愿望列为促进共情

的动机。 

3.1  共情趋近动机 

共情的趋近动机被认为是人们感人所感之后

产生共情关怀的内驱力。以往研究表明, 奖赏处

理和积极情感相关的脑区与共情关怀密切关联 , 

具体包括腹侧纹状体 (ventral striatum)、伏隔核

(nucleus accumbens)、中脑被盖区(ventral tegmental 

area), 以及内侧眶额皮质 (medial orbitalfrontal 

cortex) (Singer & Klimecki, 2014)。但是, 奖赏系

统如何参与调节共情的趋近动机仍有待探究。 

生活中, 不同社会身份(social identity)存在特

定的行为模式, 这不仅反映了社会需求, 也与自

身奖励−动机系统的调整有关。一项研究发现, 病

人对治疗的满意程度与医生奖励系统相关的内侧

前额皮质(medial prefrontal cortex)激活呈显著的

正相关。此外, 病人的满意程度也与医生自评的

共情关怀(empathic concern)水平正相关(Jensen et al., 

2020)。这从侧面指出了奖赏系统参与涉及共情的

社会活动。除此之外, 群体认同(group identification)

不仅作为一种社会动机有利于互惠行为的形成 , 

提升自尊和归属感等, 并且也是一种共情的趋近

动机。大量证据表明人们对他人共情时存在显著

的内群体偏好(Eres & Molenberghs, 2013; Sierksma 

et al., 2015), 对内群体的趋近动机远大于回避动

机。这可能目标价值权衡有关, 因为与内群体成

员的社会联结是一个更为长远的目标, 其价值远

大于短期的身心疲劳。此外, 研究发现社会联结

感的增强会降低杏仁核活动, 这表明社会联结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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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于个体积极情绪的提高以及消极情绪的降低

(Inagaki, 2018)。虽然内群体的相似性增加了对组

内共情的可能性, 但是通过训练和强化, 人们也

能够对外群体产生替代性情绪体验。Hein 等人

(2016)研究指出在多次交互中 , 人们共情的范围

会发生改变。意料之外的外群体成员的帮助(作为

一种预期误差)能增加人们对外群体的共情趋近

动机, 表现为看到外群体的痛苦时厌恶体验相关

的前脑岛的激活增强, 体现了一种共情可塑的可

能性。人们处于弱势的时候也会产生共情关怀的

趋近动机, 而弱势从两个方面影响共情关怀。一

方面, 当自身处于弱势时, 人们可能会增加对他

人实施共情关怀的程度。一项现场研究表明, 随

着居住地灾情严重程度的增加(从非受灾、轻度受

灾、中度受灾、到重度受灾), 个体的居民分给陌

生人的钱数也随之增加(Rao et al., 2011)。另一方

面, 当他人处于弱势或受害者地位时, 具有可评

估性的刺激诱发的积极情绪能改变人们共情关怀

的偏好。Genevsky 等人(2013)发现, 看受益者的照

片比看受益者的黑色剪影轮廓引发的积极情绪更能

促使人们给予更多的金钱援助。这表明外界刺激

的属性能显著调节人们共情关怀的趋近动机。 

综上, 不同情境下奖赏系统和情绪系统可能

作用于促进/抑制人们的共情能力。然而, 如何利

用共情的可塑性, 并通过训练与强化引起共情偏

好和程度的改变, 以及神经生理层面如何编码和

解码这样的变化等问题尚未解决。 

3.2  共情回避动机 

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指出共情是一个代价昂贵

的过程, 共情的产生需要相当可观认知成本。从

效率角度 , 这会导致人们系统性地避免共情

(Cameron et al., 2019)。实际上, 适当地回避共情

对于有些职业具有积极意义。减少共情是一种自

我保护机制, 有助于减少其职业倦怠倾向。例如, 

医疗工作者在手术过程中需要脱离对病人的疼痛

共情(Zaki, 2020)。此外, Hojat (2016)指出共情过

度可能导致专家的不恰当的决策, 甚至造成更高

的伤害。对病人有强烈共情的医生可能会尝试一

些高风险的医疗干预。咨询师长期接触他人的痛

苦, 这对自身心理健康也会有一定程度的伤害。

Schumann 等人(2014)表明改变遇到共情对象的时

间可能调节参与共情的意愿。这可能启发相关从

业者严格规定工作时间和频率, 尤其在共情已经

造成了自身的不适感的情况, 适应性地减少工作

时间。 

研究表明回避共情可能与执行功能相关, 例

如执行系统影响认知共情中重要的心智化能力

(Wu et al., 2020), 个体可能会控制自己减少从他

人角度考虑问题从而避免共情。一项元分析结果

表明, 执行功能与认知共情的相关性大于其与情

感共情的相关性, 并且执行功能中只有抑制控制

(inhibitory control)与认知共情和情感共情密切相

关(Yan et al., 2020)。抑制控制与目标选择有关, 

优先目标转换模型 (Shifting Priorities Model of 

Self-control)指出在一个时间点上的自我控制情况

会影响在随后的时间点上对目标的选择(Inzlicht, 

Schmeichel et al., 2014)。 

综上, 共情趋避动机表明人们在一定程度上

能够调节共情。共情的可调节性强调了个体的主

观能动性, 这将增加一种社会责任。在与他人交

往时, 人们需要克服共情的局限性(如, 内群体偏

好使人容易有失公平), 才能促进积极的社会互动

与增强的社会联结(Weisz & Zaki, 2018)。 

4  共情与人际间的情绪调节 

共情调节与个体情绪调节能力息息相关, 它

们都要求个体能理解、预测和调节自己和他人的

情绪(Zaki, 2020)。人们对情绪调节的需求不局限

于提高愉快体验或缓解消极体验, 本质上情绪是

服务于特定的目的(Millgram et al., 2019; Tamir  

et al., 2020)。当目的是理解他人时, 人们的情绪需

要与他人同步。相反的, 有时为了保护自己的健

康情绪状态, 人们会避免或远离目标, 甚至避免

接触他人的负面情绪以保证自己积极的情绪状态

(Tamir & Ford, 2012)。在自我−他人共情交互中存

在两类竞争性的目的, 长远的角度人们想要增加

他人幸福, 但是当下也希望让人避免痛苦。在戒

酒、戒毒与恐惧消退等过程中, 短期而言戒断过

程是一个痛苦的过程, 但是恢复身体健康具有长

远的积极价值。接受治疗的人能够在恐惧暴露疗

法中改善心理健康问题(Beidel et al., 2019; Carl 

et al., 2019), 而成瘾者也能在戒断后重新恢复健

康的身体状态(Sordo et al., 2017)。因此, 人们理论

上可以根据目的有效地调整认知从而调节共情 , 

改变自己的认知能够缓解共情的负面影响(Tamir 

et al.,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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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aki (2020)指出个体的情感预测(forecasting)

能力和自我控制(self-control)能力对于共情和人

际情绪调节至关重要。情绪调节需要情绪预测 , 

即人们通过预测未来事件将会产生何种情绪对自

身当前的情绪状态进行选择(Bulley et al. 2016)。

例如, 当人们上夜班或为困难的考试而彻夜学习

时, 选择承受短暂的消极情绪(焦虑等)可能获得

潜在的积极结果。这样的情绪选择类似于延迟决

策中短期和长期奖赏的价值权衡。此外, 长期处

于引发共情的环境中的专业人士(如, 外科医生)

会通过调整道德层面的认知理解来降低他们的共

情反应(Decety et al., 2010)。例如, 通过忽视、非

人化的想象等方式降低不适感(Bandura, 2016)。

Decety 等人(2010)研究发现, 医生组与控制组比

较, 在呈现针刺影片时共情相关脑区没有被激活, 

而情绪调节有关的脑区显著地被激活。日常生活

中, 为了更好地被周围环境所接受, 人们会考虑

到他人对自己的看法(观点采择), 并以此调整自

己的情绪表达(例如, 适度克制激烈的情绪反应) 

(Eldesouky & English, 2019)。这些都表明人们可

以通过认知共情, 控制自身的认知和行为, 达到

影响他人情绪和调节自我情绪的目的。研究表明

情绪处理(腹侧前额叶皮层)、奖赏系统(杏仁核、

腹侧纹状体等)、记忆(海马体)和执行功能(前扣带

回、背外侧前额叶皮层等)等脑区都会在共情主体

的情绪调节中发挥特殊作用(Cohen & Arbel, 2020)。 

综上, 共情的可塑性依赖人们认知共情的能

力的改善, 包括理解他人情绪的目的, 以及明确

自身共情的目的(Millgram et al., 2019)。人们有时

候需要一定的努力才能对他人产生共情。目标的

价值足够高时, 努力不会阻碍共情, 人们也会产

生共情的趋近动机(Zaki, 2020)。未来研究者需要

了解如何增强认知共情, 减少情感共情状态的负

面影响, 最终实施共情关怀(Cohen & Arbel, 2020)。 

5  总结与展望 

我们如何与他人产生情感共鸣, 可能存在自

上而下的调节过程。这样的框架允许一种理性的

共情观, 并且强调了共情的可塑性(黄翯青, 苏彦

捷, 2010)。基于目标和动机的角度研究共情, 有助

于理解共情的内部构建机制与外部表现形式。建

议未来研究考虑以自上而下视角考察共情的可调

节性, 尤其是目标的表征方式, 以及目标导向的

共情中成本和收益权衡的过程。此外, Hayes 提出

的双系统模型也启示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 即如

何整合自下而上的共情自动化过程与自上而下的

共情控制系统。了解共情中自动化与审慎的系统

的关系对于日后指导共情调节有重大意义。 

5.1  计算建模的模拟 

大量证据表明对他人不同的情绪产生的共情

(例如, 对他人奖励或疼痛的感受)激活了重叠但

又特异的脑区。由于现有研究技术在时空分辨率

上的局限性, 研究者难以从以往神经证据得出共

情的“启动” (触发)、“加、减速” (增强或减弱)和“刹

车” (停止)的现象 , 尤其是非外显的情感共情过

程。但是, 随着计算神经科学的发展, 研究者能够

模拟共情关联的神经信号, 并可以结合实验数据

验证模型的效力与可泛化性, 最终达到预测共情

关联的神经活动与行为。 

5.2  共情可塑性的发展观 

因为共情是复杂多变的, 它可以导致一些负

面结果, 如偏见、目光短浅的判断, 甚至激发暴力

等。Bloom (2017)提出人们需要理性地控制共情, 

如何更好地控制和利用共情力是个体、社会甚至

国家等不同层面的重要课题。共情的可塑性研究

表明同情心训练(compassion training)不仅能促进

亲社会行为, 增强积极的情感和韧性, 有助于青

少年更好地应对压力情况。此外, 从发展的角度

研究共情, 寻找成长过程中认知共情与情感共情

发展的关键时期有重要意义。这不仅启发教育从

业者制定相关社会技能的教学课程和宣传, 也能

够指导最佳指导与训练的时间的安排。特别地 , 

从发展的角度探索儿童共情偏见的发展, 这可能

与认知上的自我中心偏见(egocentric bias)存在一

定的关联性, 并且不同特质的儿童共情的模式也

值得探索。 

5.3  共情的可调节性与情绪调节 

共情的结果被视作情绪调节的下游 (down- 

stream)结果, 但是两者的关系还不明确(Cameron, 

2018)。研究表明情绪调节包括激活一个情绪目标

(例如, 减少负面情绪)并使用情绪调节策略(例如, 

认知重新评价)来实现目标的过程。尤其, 为了成

功地管理情绪, 激活情绪目标是一个必要的环节

(Tamir et al., 2019)。然而, 长期以来激发共情目标

的作用可能被忽视了。因此, 情绪管理的目标导

向性也启示未来研究可以从一个基于目的和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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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度考察共情的可调节性。 
Cameron (2018)指出理解人们何时、为何以及

如何在情绪管理中采取某些目标十分重要。同理, 

理解人们何时、为何以及如何在共情中表征某些

目标的价值也尤其重要, 因为目标影响人们最终

的共情表现形式(Zaki, 2020)。首先, 有些目标是

否更有可能激活特定的共情方式？改变目标的选

择是否影响共情模式？可否通过影响人们对目标

的物质与社会价值的理解影响人们的共情方式？

以及如何增加 /减少共情相关的目标价值等都是

未来共情调节研究值得考虑的方向。其次, 情绪

管理中目标和策略相互影响。使用某些情绪调节

策略可能会增加追求某个情绪目标的可能性, 因

为当前的策略比其他策略更容易实现某一追求的

目标。反过来, 对某些目标的追求可能会触发使

用特定的情绪调节策略, 因为策略与目标存在一

定的适配性。因此, 人们共情的目标影响调节共

情的策略。一方面, 如果人们相信共情能够带来

如社会联结等积极结果, 他们更可能希望改善自

身共情能力。另一方面, 如果人们认为共情会产

生不愉快结果, 他们会更多地回避共情。 
总而言之, 人们可以通过一定的策略达到影

响他人情绪和调节自我情绪的目的。然而, 较少

研究考察情绪调节中常见的策略 , 如认知重评

(cognitive reappraisal) 、 表 达 抑 制 (expressive 

suppression)、分心(distraction)和沉思(rumination)

是否可以迁移到共情的研究上。首先, 情绪管理

的策略是否在共情上有效？例如, 自上而下地从

认知层面重新评估共情的意义。通过改变对严重

性、需求和责任的认知调整自身共情水平和方式。

其次, 策略是否普遍地有效, 或是具有情境依赖

性等问题都有待挖掘。 
5.4  基于共情主体与客体的共情调节 

对于共情的主体而言, 如果共情不仅由他人

或者情境决定 , 而是也受到自己的选择和控制 , 

则个体需要对自己共情带来的结果肩负起一定的

责任。对于共情的客体而言, 如何对待他人的共

情也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如果从单一的主体或客

体角度考察共情的潜在机制, 最终得出干预措施

缺乏生态效度。从实用主义出发, 人们产生情感

与触发行为的动机不仅因为它们带来愉快或不愉

快体验, 而可能是因为它们在特定的环境中是有

用的。鉴于共情的情境依赖性, 应用层面需要考

虑如何创造/激发合适的共情的情境。更进一步, 

未来需要关注如何引导人们将共情视作一种社会

生活的手段, 积极地构建共情, 并最终有效地调

整情绪和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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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ollable empathy? The adjustability of empathy from a top-down 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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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empathy features automation and contextual dependence. However, the 

theoretical models and underlying neural mechanisms about empathy remain controversial. To meet real- 

world demands, researchers gradually shift their focus on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to the adjustability of 

empathy. Recently, it is indicated that the top-down psychological processes can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adjustability of empathy, especially the goal of empathy and how to represent the value of the goal. 

Therefore, given goal influences the internal construction and external manifestation of empathy, future 

research should investigate empathy adjustability from a top-down perspective. 

Key words: top-down, goal representation, approach/avoidance motivation, empathy adjustability 

 


